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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元以降，医家们为了指导临床实践，不断以“补偏救弊”的方式开展学术争鸣，“新说－时弊－补救－新说”似乎已

经成了一种历史规律。究其根本，“新说”与“时弊”是矛盾的双方，在不同的时代发生着转化；而“补救”则是促使矛盾转化的催

化剂，推动学术争鸣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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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儒医的大批涌现、医学典籍的广泛印刷、理
学思潮的蓬勃兴起、临床实践的大量积累，进入公元

１２世纪后，中医学的理论创新与学说争鸣再次进入
繁荣时期，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所言：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现代中医
学者李聪甫认为，“金元四大学说，都是为着补偏救
弊，故各成一家之言”（《李聪甫医论》）。纵观中国医
学史，自这个时期起，医家为了指导临床实践，多以
“补偏救弊”的方式，不断推出新的学说。先有金元
四大家刘完素、朱丹溪等对“温燥”的纠正，再到明代
医家孙一奎、张景岳等对“苦寒”的反思；至清代中
叶，徐大椿、陈修园等又开始了对“温补”的批判。笔
者通过研索文献，试以时间为序，刍议金元以降学术
争鸣中“补偏救弊”的现象及其成因。

１　医界学术争鸣中的补偏救弊现象

１．１　金元医家对滥用温燥的补偏救弊
自宋代颁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

以来，“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
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局方发挥》）。其社会影
响力可见一斑。作为官方药典，《局方》简明扼要，切
合实用，对临床普及应用成方成药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然而一些庸医不思辨证，不察寒热阴阳，滥用其
中所载的的燥烈之剂；加上炼丹服石之余绪未泯，
“欲养于阳热”（《伤寒直格·主疗》）之风盛行，因此，
“香燥”、“温热”流弊延续了两百余载。

金代刘完素首先向这种时弊提出挑战，他指出：

不少时医“但依近世方论，而用辛热之药，……旧病
转加，热证新起；以至于死，终无所悟”（《素问玄机原

病式·热类》。并认为“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
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论》）。进而创立了
“六气皆从火化”的理论，“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
表之药”，而“自制双解、防风通圣之剂”，突破了“发
表不远热”之成规，“补前人之未及”，开创了寒凉解
表之风气。

北宋之末，随着宋室南渡，《局方》在南宋依然遵
守使用，直至元代。朱丹溪对温燥时弊的抨击正是
围绕《局方》而展开的。在代表作《局方发挥》中，他
首先指出《局方》的用药特点为“辛香燥热，以类而聚
之，未尝见其所谓远热也”；接着对“专以热涩为用”、
“概以钟乳健脾丸、朝真丸、赤石脂散等热涩之方为
治”等偏颇治法提出了批评，认为“香辛升气，渐至于
散，积温成热，渐至郁火”，“用辛香燥热为方，不知权
变，岂不误人？”并通过设问形式对《局方》里药证不
符之处提出了质疑，如“治气一门”中多用安息香丸、

丁沉丸、集香丸，而各方条下却注有“胁下急痛”、“五
心中热”、“口烂生疮”等症，是为“明著热证，何为率
用热药？”此外，对《局方》中的剂型偏弊也提出了批
判，如“丹性热燥，湿痰被劫，亦为暂开，所以清快；丹
药之法，偏助狂火，阴血愈耗，其升愈甚；俗人喜温，

迷而不返，被此祸者，滔滔皆是”。在对《局方》深入
剖析，大力批判的同时，朱丹溪创立了“阳常有足，阴
常不足”的名论，认为“补阴火自降”，擅长运用大补
阴丸或四物汤、知母、黄柏，力倡滋阴降火大法。《中
国历代医史》写道：“元人朱震亨因当时操古方以治
今病者，其势多不能相合，遂有《局方发挥》之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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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和剂局方》之弊，是皆能惩前毖后，别辟蹊径。”戴
良《九灵山房集》有谓：“此方盛行于宋元之间，至震
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
可见金元时期刘完素、朱丹溪两位医家一先一

后，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对纠正当时辛香温燥的用
药时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也开启了后世
以“补偏救弊”的方式开展学术争鸣、推动医学进步
之先河。

１．２　明代中期对妄用苦寒的补偏救弊
金元四大家之说，多以“水善火恶”为哲学依据，

其指导思想也具有褒水贬火的特点，如刘完素、张子
和主张“肾水亏、心火旺”，李东垣创论“脾胃气虚”，
但也重视“阴火炽盛”，朱丹溪又发明“阴虚火旺、相
火妄动”。尤其是刘完素以寒凉药见长，朱丹溪以大
补阴丸著称，其继承者最为众多，如戴思恭、王履、王
纶、汪机等，他们沿承师说，张扬其理。其中王纶在
《明医杂著·补阴丸论》写道：“世之人，火旺致病者，
十居八九；火衰成疾者，百无二三。”并将大补阴丸加
重剂量应用。在其影响之下，世之不善学者，不察证
候之标本，不究疾病之寒热，忽视了因时、因地、因人
而异的辨证论治特点，拘泥于“诸病皆属于火”及“阴
虚火动”之说，动辄寒凉攻伐，滥投知母、黄柏，甚至
主张终生服用补阴丸，出现了“宁受寒凉而死，不愿
温补而生”（《景岳全书·辨丹溪》）的错误倾向。李
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三十五卷·木之二·柏木》
中也记载当时“纵欲求嗣之人，用补阴药，往往以此
二味（知母、黄柏）为君，日日服饵”。李时珍指出，此
类药物“降令太过，脾胃受伤，真阳暗损，精气不暖，
致生他病。盖不知此物苦寒而滑渗，且苦味久服，有
反从火化之害”。
可见当时临床上出现了由滥用温燥之品向妄用

苦寒之药的转变，正如李中梓在《医宗必读·药性合
四时论》所言：“今天下喜用寒凉，畏投温热”。为此
不少有识医家奋起批驳。薛己在《内科摘要·饮食
劳倦亏损元气症》中指出：“世以脾虚误认肾虚，辄用
黄柏、知母之类，反伤胃中生气，害人多矣。”孙一奎
在《医旨绪余·王节斋（本草集要）参芪论》中抨击时
医“凡遇发热咳嗽见红之症，不察病因，不询兼症，则
曰此王公（纶）阴虚火动忌用参芪之病也，当以滋阴
降火治之。”赵献可在《医贯·血证论》以“水不可火
灭，药不可寒攻”的论断质疑以苦寒直折治疗阴虚火
旺，并认为“刘河间先生特以五运六气暑火立论，故
专用寒凉以治火，而后人宗之，……自丹溪先生出，

主阴虚火动之论，亦发前人所未发，可惜大补阴丸、
补阴二丸中，俱以黄柏、知母为君，而寒之弊又盛行
矣”。
医家对于妄用苦寒时弊的批判，以张景岳最为

激烈，他认为，当时医界滥用苦寒之法，甚至误以寒
凉直折之方治疗虚火等证，常常导致“大伐生机”，其
根源在于刘完素的“火热”论以及朱丹溪的“阳常有
余”论，因而言道“刘朱之言不息，则岐黄之泽不彰”
（《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这样的观点在
《景岳全书·传忠录》的“误谬论”、“辨河间”、“辨丹
溪”、“论时医”等篇章中多有体现，如“自金元以来为
当世之所宗范者，无如河间、丹溪矣，而且各执偏见，
左说横行，遂致医道失中者”（《误谬论》）。“凡今是
医流，……动辄言火，莫可解救，多致伐人生气，败人
元阳，杀人于冥冥之中而莫之觉也”（《辨河间》）。
“刘、朱两家之说，无非偏执言火，故但见经文有火
字，则必引以为证。……以后人之遭毒于亡阳者，必
谓轩岐之诲也”（《辨丹溪》）。“本非真火，若作热治，
而肆用寒凉，则轻者必重，重者必死”（《论时医》）。
从字面上看，尽管张景岳的矛头直指刘完素、朱丹溪
的学术观点，但究其实质，是“正所以救其谬”，起到
警醒时医的作用。通过补偏救弊，张景岳提出了“阳
非有余阴亦不足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温补学说，
对指导临床辨治虚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医家通过纠正当时肆用苦寒药物的时弊，

推出了自己的主张，在指导临床诊治虚损性疾病方
面，建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但由于在争鸣过程中过于
针锋相对，未免以偏概全，甚至开启了学术争鸣中意
气用事的不良风气。

１．３　清代中期对恣意温补的补偏救弊
明代中后期逐渐兴起的“温补”治法，对后世医

家影响极大，张景岳更被称为“医门之柱石”（《医门
棒喝·论景岳书》）。至清代前期，高鼓峰、吕留良、
张璐、高士宗等医家对这一学说的盛行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然而物极必反，至清代中期，温补已成了一种新

的流弊。为此，引发了一些医家起而抨之。勇于针
砭时弊，扫医界“欃枪”的徐大椿在《慎疾刍言》中记
述道：“浙江则六味、八味汤，加人参、麦冬、熟地等
药；江南则理中汤加附、桂、熟地、鹿茸等药”，以致
“相习成风”，并认为这种温补之弊“始起于赵养葵、
张景岳等辈，全不知古圣制方之义，私心自用，著书
成家，彼亦不知流弊至于此极也”。此外，他还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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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贯砭》，对赵献可的《医贯》逐一辩驳，以至于“自
徐《医贯砭》问世，当日盛行之《医贯》亦不盛行”（《郑
堂读书记》）。姚球托名叶天士著有《景岳全书发
挥》，对“用热药误人”的流弊进行纠正，并申明写此
书宗旨为“辨宗信景岳偏执温补之误也，非辨崇信景
岳也，辨天下后世受偏执温补之害有莫知其非者，以
致贻误于无穷也”。同时陈修园著有《新方八阵砭》，
认为张景岳“不论何方，加入熟地，即云补肾治真阴；
加入人参，即云补气治元阳衰乏，流俗喜其便捷，其
邪说至今不熄也”。何梦瑶在《医碥》自序中也写道：
“方今《景岳全书》盛行，桂附之烈等于昆冈，子作焦
头烂额客数矣。……后人动议刘朱偏用寒凉，矫以
温补，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
于刀锯，梦瑶目睹时弊，不得不救其正。”《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也认为“以八味、六味通治各病，胶柱鼓
瑟，流弊遂多”，“不知误施参桂，亦足戕人”。
与前代的补偏救弊不同，上述清代医家在抨击

了恣意温补的流弊后，并未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新
说，而是进一步强化了经典的神圣地位，这可能与清
代尊经文、重考据，厚古薄今、尊古善疑的学术风气
有关。

２　医界时弊的成因分析及补偏救弊的现实意义
自公元１２世纪以来，历代医家不断以“补偏救

弊”的方式开展学术争鸣，“新说－时弊－补救－新
说”，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历史规律。时弊的泛滥孕育
了新兴的学说，新说的诞生令积弊为之一扫，然而后
世庸医的曲解却使往日的新说成为当世之时弊。这
样的现象看似周而复始，实则螺旋式前进，客观上活
跃了学术风气，推动了医学理论发展，不断指导着临
床实践。究其根本，是以“新说”与“时弊”为矛盾的
双方，而以“补救”作为矛盾转化的催化剂。因此，进
一步探讨历史上医界时弊产生的原因以及学术争鸣

中“补偏救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１　矫枉过正是产生时弊的根本原因
回顾医学界争鸣中绵延近千年的“补偏救弊”，

最初是针对《局方》造成的温燥时弊而展开的。经查
考，《局方》的产生是由于北宋太医局的药方“或取于
鬻药之家，或取于陈献之士”，“药味脱落，铢两过
差”，影响了疗效，它的制定是为了“俾夫修制给卖，
各有攸司，又设收买药材，所以革伪滥之弊”。因此，
《局方》更接近于药典而不是临床著作。客观地看，
“香燥”、“温热”时弊的产生，虽与《局方》的盛行有一
定的关联，却不能完全归咎于此。刘完素、朱丹溪等

医家为了纠正时弊，将矛头直指《局方》，主要是因为
它影响力大，而非其谬误多。而后世的医家们在树
立新说时，也热衷于对前朝的著名医家或“显学”展
开抨击，且夹杂了意气之争，言辞愈发激烈，动辄以
冠以“魔道”、“邪说”之名，难免矫枉过正，成为后世
医家驳斥的依据。
事实上，“无偏不成家”只是在医家立论阶段的

权宜之计，“成家即无偏”方为医家学术风格的常态。
例如，朱丹溪的批评主要针对聚辛香燥热为一体的
用药风格或是燥热金石并用之方，而并非对《局方》
的全盘否定，临床诊病时，“凡遇气亏者，以四君子
汤；血亏者，以四物汤；痰饮者，以二陈汤；食积者，以
平胃散”。孙一奎在《医旨续余》中评述刘完素说：
“《原病式》特为病机而发，故不暇视及其余，若所著
《保命集》三卷，治杂证则皆绝妙矣。然则谓守真长
于治火者，其真未知守真所长者也。”评述朱丹溪说：
“生当承平，见人多酗酒、纵欲，精竭火炽，复用刚剂
以致于毙。因为此救时之说，后人不察，遂以寒凉杀
人，此不善学丹溪者也。”何梦瑶在《医碥》中也提到：
“河间言暑火，乃与仲景论风对讲；丹溪言阴虚，乃与
东垣论阳虚对讲，皆以补前人所未备，非偏执也。”以
上文献均客观地反映了医家代表理论的偏向性与临

床实践的全面性这一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事实。
任何一位医学大家，其学术观点都不是绝对化

的，而后世医者在学习过程中，断章取义、偏执一隅，
则不免产生偏弊。正如清代医家李冠仙在《知医必
辨》中所说：“后世自晋叔和以下，无有不偏。迨至金
元间，刘、张、朱、李称为四大家，医道愈彰，而其偏愈
甚。河间主用凉，丹溪主养阴，东垣主温补，……下
至前明王、薛、张、冯，亦称为四大家，大率师东垣之
论，偏于温补，而张景岳则尤其偏焉者也。其实《新
方八阵》何尝尽用温补，而立其说比以温补为归。后
人不辨，未免为其所误耳！果医者细心参酌，遇热症
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
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

２．２　脱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是产生时弊的内在
原因

翻阅文献，不难发现，每次时弊的产生，总有“时
医”、“庸医”的影子。金元时期，刘完素在《素问病机
气宜保命集·自序》中抨击了当时医界“多赖祖名，
倚约旧方，耻问不学，特无更新之法”的通病，朱丹溪
在《局方发挥》中批评了当时医界“据证检方，即方用
药”的风气，感慨“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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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张子和在《儒门事
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中写道“惟庸工误人最
深，如鲧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明代时期，李中梓
在《医宗必读·药性合四时论》记述道“虚则不免于
热，医者但见有热，便以寒凉之剂投之，是病肃杀，而
医复肃杀之矣，其能久乎？此无它，未察于虚实之故
耳。”张景岳在《论时医》中言：“时医治病，但知察标，
不知察本，且常以标本藉口，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
其本，是岂知《内经》必求其本之？故但见其所急在
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中评述一些滥用温补的医者“不察证候之标本，不究
气血之盛衰，概补概温，谓之王道”。徐大椿在《慎疾
刍言》中记述当时一些医者“胸无定见”，诊病“不能
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将弱等套语概之，专
用温补”。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历史上，往往是一些医者

曲解套用前人的学术经验，忽视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将诊治过程简单化、绝对化，从而造成了时弊的横
行。近年来，一些临床医师诊断时机械地将实验室、
器械检查结果与中医证型一一对应［１］，遣方用药时
片面强调单味中药的现代药理作用而置药性与配伍

于不顾，同样对当代中医的临床实践产生了负面的
影响。

２．３　自然因素是产生时弊的外在条件
从中医学“天人合一”的观点来看，“人以天地之

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张元素
认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这些都表明，自然因素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治则治法
的制定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从气候变化来看，我国在整个１２世纪处于一个

较为寒冷的时期［２］，该时期为《局方》盛行之时；明末
清初的１６、１７世纪则是近千年中最为寒冷的时期，
也正是温补之风大行之时；至清代中叶的１７２０－
１８４０年间，即竺可桢所说的“相对温暖期”，正是徐
大椿（１６９３－１７７１）、何梦瑶（１６９３－１７６４）、陈修园
（１７５３－１８２３）等驳斥温补学派的医家生活的年代。
可见气候的变化从微观层面影响着临床疗效，从宏
观层面影响着医学理论的适用条件。诚如刘完素在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论》中所言：“五运六气
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但这毕竟只是时弊产生
的外在条件，而不能看做内在原因，例如刘完素力主
寒凉的年代与《局方》盛行的时期几乎重合，“南局北
宣”的产生与气候条件没有必然的联系。

２．４　社会因素是产生时弊的外在推力
医患双方都是处于社会中的人，无法避免社会

环境的影响，历史上多次时弊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
会因素有关。两宋时期，政府利用行政力量推出《局
方》，朝野之间称颂者多，反思者少，批评者几乎绝
迹；儒医大量涌现，社会名流撰集方书之风大为盛
行，虽然推进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却也造就了附庸风
雅的非理性行为；此外，香料药物多为舶来之品，价
格昂贵，给索财图利者提供了空间。这三方面联合
作用，导致了两百余年辛香温燥时弊的流行。朱丹
溪曾在《局方发挥》中如此描述当时滥用温燥药物的
社会心理：“非豆蔻、缩砂、干姜、良姜之辛宜于口，非
木香、沉香、檀香、苏桂之香宜于鼻，……主者以此为
礼，宾朋以此取快。”至清代全盛时期，徐大椿在《慎
疾刍言·补剂》里更是从医者与患者两方面生动地
描述了当时滥用温补的社会心理：医者方面“先以虚
脱吓人，而后以补药媚人”，患者方面“不怕病死，只
怕虚死。所以补药而死，犹恨补之不早、补之不重，
并自恨服人参无力，以致不救。医者虚脱之言，真有
先见之明，毫无疑悔。若服他药而死，则亲戚朋友，
群诟病家之重财不重命，死者亦目不能瞑”。从近几
十年来，诸如卤碱疗法、鸡血疗法、新针疗法等“新疗
法”层出不穷，其弊端已是有目共睹；近年来，各种打
着“中医”、“秘方”等旗号的保健品充斥市场，良莠不
齐。反观推动这些现象产生的社会因素，往往与历
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３　结语
纵观中国医学史，金元以降，补偏救弊现象在学

术争鸣中极为普遍，新说与时弊在不同的时代发生
着转化，“补救”成了推动学术争鸣的杠杆。每一次
时弊的产生，都是因为脱离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
每一次新说的建立，都是基于具有时代特征性的疾
病辨治经验的整合和提升；而每一次补救，都是对辨
证论治精神的强化。尽管历代学术争鸣的焦点各不
相同，补偏救弊的对象各自迥异，但其包含的历史价
值，对指导今天的理论与临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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